讽刺的艺术
写于1938 年的《华威先生》是张天翼的代表作，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。它与《速写三篇》(1943 年出版)中的另外两篇《谭九先生的工作》、《新生》，在当时的左翼文坛上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。而其中的《华威先生》是里面最为有名的一篇。作品篇幅不长，也没有什么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，也缺乏扣人心弦、跌宕起伏的艺术构造。作者采用了漫画式的手法，通过寥寥无几的勾勒，生动的刻画了人物的灵魂，突出体现了作者犀利的笔锋和尽情揶揄的讽刺力量。其作品讽刺艺术主要表现在对比描写上的讽刺性，语言风格上的讽刺性，情节设置上的的讽刺性。 
一、通过鲜明的对比, 达到绝妙的讽刺效果
这种鲜明的对比体现在多个方面。首先，优雅的风度与发火失态的对比。华威先生是个十足的“绅士”。你看他“立刻戴上帽子”，“永远夹着他的公文皮包”，“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”，同时“左手无名指上还带着结婚戒指”，“抽雪茄烟”，“翘兰花指”，十分注重仪表和形象；对他的夫人，他张口“我太太”，闭口“ 密斯黄”，又是多么的文明和现代；开会时，他总是“拍几下手板”， 显得很有领导的风度，优雅高贵。然而，当他没能参加战时保婴会时，他则一反优雅的姿态，“打听、调查”，开始逼问、威胁、恐吓，直至成为战时保婴会的委员；当他没能参加日本问题座谈会时，他“发脾气”、“吼着”、“猛地跳起来了”、“瞪着眼”、“咬着牙，嘴唇在颤抖着”、“没命地喝许多酒”，最后，撕下文明的面纱，出口谩骂“混蛋”“妈的”。原来他优雅的外表和风度只是故作姿态，装出来吓唬人的，一旦有一点点威胁到他所谓的领导地位的风吹草动，就会令他丑态毕露、歇斯底里，毫无风度可言，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仪态和尊严。
其次是日常“工作”中忙与闲的极端对比。作者为了达到讽刺效果, 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法，专让华威先生在一个“忙”字上下功夫。他的一切动作、言语（包括潜台词）都突出了一个“忙”字，就连走路都显得很“忙”。他坐的包车“‘叮当，叮当，叮当——’一下子就抢到了前面”，“黄包车立刻往左边躲开”，“小推车马上打斜”，“担子很快让到路边”，“行人赶紧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去”，“来不及看清楚就跑得老远老远”，“像闪电一样快”，“速度全城第一”，极其夸张的写法，耳边却依旧回响那马达的声音。华威先生每会必到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普天之下，仿佛就他华威先生忙得不可开交。他经常“掏出表来看一看”，“把表放在面前”，“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起来、眉毛皱着、嘴唇使劲撮着”，“立刻就走”，表面上，为了抗日工作, 华威先生真可谓是“惜时如金”。可在忙的背后，他的“闲”就慢慢浮出水面。“他每天都这么忙着”，除了不停地参加会议，在会上发表他的不着边际、空洞无物的两点意见, 到处干扰别人的正常工作，耽误别人的宝贵时间之外，就是在会场上与小胡子之类的人物议论他的喝酒经历。这就是他忙的内容——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，就是他请别人吃饭。所谓的“忙”不过是一个幌子，他其实是虚张声势，欺民扰民，忙于泡会、应酬、宴请，虚伪无聊而又毫无时间观念的党棍。
[bookmark: _GoBack]另外, 不同场合媚上与欺下的对比。华威先生不断地奔波、忙碌，地点的瞬间转换，近似的语言，类似的行为，却夹杂着细腻的差别。“难民救济会”，华威先生在进入会场时表现得很庄严。他“点点头”，“眼睛并不对着谁，只看着天花板”，旁若无人，态度傲慢；“拿着雪茄烟打手势”，限定“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”，他“猛地站了起来”，“摆摆手”打断主席报告，然后抢先发言，发言后“挺着肚子走了出去”，又“把当主席的同志拽开”，“伸出个食指顶着主席的胸脯”，居高临下，颐指气使。而到了“文化界抗敌总会”， 除了迟到、早退、发表意见之外, 他立刻换了另一种态度, 另一副嘴脸。脸上堆满了笑容，对每个人点头，甚至于“伸了伸舌头，好像闯了祸怕挨骂似的”，一再表示“对不住得很”；他不再刮洋火吸烟，“拿出一张纸条，写几个字递给了主席”，征得主席的同意后，才“点点头站起来”，并且分别向主席和各位参会人员“腰板微微地一弯”，这种表现与前场会议大相径庭，一反前面的盛气凌人，而显得卑躬屈膝，判若两人。这恰恰从另一方面反证了他自负之下的自卑,主性之下的奴性。不同的态度，不同的嘴脸，不禁让人联想起契科夫笔下的“变色龙”。不同场合中人物的不同态度、不同表现的鲜明对比, 在看似漫不经心的描写中，勾画出华威先生骄妄、虚伪、庸俗的国民党忠实走狗的奴才嘴脸，达到讽刺与揭露的效果。 
看似简单的情节，但却处处暗藏玄机。作者有意通过人物言行的巨大反差, 来揭示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与内心世界。不同场合，不同的面孔，言行相悖，表里不一，鲜明的对比，入木三分的刻画，对人物不加一点评议, 用逼真的细节进行对照,一下子就可以触到人物灵魂的深处。同时把强烈的情绪、鲜明的讽刺蕴含在文字深处, 从而达到“不着一字, 尽得风流”的淋漓境界。
二、个性化的语言包含讽刺性
在一部国外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专著中这样写道:“在表现不同阶层人物的语言的准确性和广泛性这方面,没有一个作家能超越张天翼”[ 1 ]，说明张天翼小说的语言是不容忽视的。张天翼小说语言明快洗炼、泼辣风趣、诙谐幽默，运用纯熟通俗的语言，特别是借小说中他人之口，采用反复的、矛盾的语言艺术，与整个塑造形象的色调完全一致，从而表现了主人公假抗日、真独裁，犹如“披着羊皮的狼”的可憎面目。读他的小说，时而让人捧腹大笑，时而让人掩嘴抿笑。无论是愤激的冷笑、鄙视的嗤笑、还是轻松的嘻笑、含泪的苦笑，笑声中总让人领悟到作家所特有的不露声色的讽刺才能，以及小说所具有的幽默、尖峭的语言美感。
（1）运用反复的段落和语言加深讽刺效果。相同的行为举止在不同段落反复出现，多次铺陈渲染。而最精彩的的是，无论这会那会, 万变不离其宗，华威先生每会必讲，反复强调的就是两点: 要大家特别是青年人必须认定一个“领导中心”“加紧工作”。这两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见，更是三次以类似的句式和段落出现。对象不同、场合不同，会议内容不同，但华威先生认定一个“领导中心”的滥调却始终如一。真可谓是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台，以不变应万变。这些语言和段落的运用，一方面就像诗歌的反复咏叹，加深了读者对作品主人公的印象；另一方面，让读者透过这种机械呆板的形象和语言，觉得主人公就像《装在套子里的人》的别里科夫一样可悲可笑。 
（2）运用虚假和矛盾的语言加深讽刺效果。“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。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。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。”而事实上，我们的主人公到底做些什么呢？到处赶场子开会，扯一些闲话，发表一些无关紧要的意见；每天喝酒，喝醉后“一回家就睡倒了”；到处抢战领导岗位，甚至不惜一切代价，打听、调查、训人，遭到顶撞又徒唤奈何、拼命喝酒、大骂青年，显得色厉内荏。“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，硬叫我参加意见，叫我替他修改。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。”“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”等等，故意提升浮夸，好像自己真的有多么了不起的责任和能力一样。这些到底能算什么工作呢？主人公的灵魂和可笑的形象暴露无遗。 
三、在情节设置上强化讽刺性
没有情节的连贯性，没有故事的老套路，也没有关于华威先生的完整的故事,甚至连他的年龄、籍贯、生平、学历等都没有交代，似乎额外的话都是废话。只是简单的描写了5个小小的人生片断,就像画家东涂一笔,西抹一下,一个官僚型的文化人形象就仿佛在读者面前转了一圈，奇迹般地构成了。然而他的生成似乎又不是偶然，归功于巧妙的情节安排，强化了小说的讽刺效果。 
（1）详略安排体现了讽刺效果的最优方案。三个会议，作者首先详细地写了第一个会议，从会前赶路，到进入会场、其他参会人的反应、推选主席、要求发言，再到发言后离开会场、又返回安排了解问题等，通过大量的细节描写，写出了一位抗战中“政界要人”的“光辉”形象。第二个会议写得极为简略，仅用了三个自然段约二百字。同时详细地写了主人公参加的第三个会议，从进入会场、坐定闲话，到要求发言等都写得极为详尽，特别是对会前、会中的谦恭态度刻画得淋漓尽致，活画出一个可悲可笑的跳梁小丑。作者这样安排，恰恰突出了主人公参加各类会议的两个极端，从鲜明的对比中尽显讽刺效果，把华威先生这位“政界要人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（2）以“蒙太奇”的手法展现戏剧式的场景。作者采用电影“蒙太奇”的手法，直接剪辑了最能体现主人公性格特点和讽刺效果的几个片断，构成小说的主要章节，情节展现宛如一部短篇戏剧，分别展现了华威先生在路上、会场上、家中三个场景的艺术形象。我们如果从戏剧的角度去改编这部作品，可以说根本不用费多大力气，因为这篇小说本身就是一部戏剧，无论是舞台效果、人物形象、对白台词等都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，并且十分符合戏剧“三一律”等的原则要求。这样，就像让主人公直接到台前表演，更增强了讽刺的真实性和可信度。
  （3）以“我”作为外视点贯穿小说的全篇。这种写法类似于常见的一些散文的表现手法，让整篇小说形散神聚，中心突出。在小说中，“我”只是主人公一个转弯抹角的亲戚，既不是其上司，也不是其下属，更不是其如“密司黄”般的亲属，因而比较容易站在一种客观的、非功利的角度，去审视主人公的一言一行，具有十分独到的眼光。华威先生不是下属眼中的高高在上，不是领导眼中的奴颜卑膝，也不是亲属眼中的多苦多累，而是令人信服的这种极具讽刺意义的典型形象。我们可以从贯穿作品的“我”中，看到作者本人的形象，他正是在一般作者忙于表现抗战的光明中，看到了抗日运动中的阴暗面，冷然揭出了华威先生这种抗日破坏分子的形象。
短短五千余字，一个人物，几个速写镜头，几乎连矛盾冲突都没有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情节，却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。“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，华威先生之多，犹如恒河沙数，而在日常生活之中，我们更不断地接触得到…华威先生的时代还没有死去。”[2]这就是作家独特的讽刺魅力。张天翼先生是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。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，“有很多作家刻意学鲁迅，或被人称为鲁迅风的作家。但是称得上是鲁迅传人的只有张天翼，无论在文字的简练上，笔法的冷隽上，刻骨的讽刺上，张天翼都较任何向慕鲁迅风的作家更近似鲁迅”。〔3〕他用那支锐利的泼辣辣的讽刺笔刀，毫不留情地挑开旧制度下一个个丑陋、颤栗的灵魂，将“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别人看”[4] ，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和轻快、谐谑的讽刺笔调，去揭示华美外衣下的愚妄和可笑，用笑声来戳破社会的虚伪和丑恶，正如赫尔岑说:“笑是最有力的破坏工具之一”[5]，在笑声中对丑恶人物，丑恶道德予以彻底的否定，在笑声中让人警醒，显现出冷峻峭利的幽默特色。这种峭利劲捷、明快尖刻、愤激夸张的讽刺艺术的运用，风格犀利明快，谑而不虐，有铺陈渲染，汪洋恣肆之美。不仅加大了张天翼小说的讽刺力度，而且还增强了张天翼小说的时代气息，丰富和提高了美学价值，在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艺术中，独树一帜，彪炳史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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